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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错配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郑　玉１　戴一鑫２

(１．南京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２．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要:本文从高技能劳动力在高、低技能密集型行业间配置状况的特征事实出发,阐述了技能错配对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机理,并利用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与美国相比,中

国高技能密集型制造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不足与低技能密集型制造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冗余并存;技

能错配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具有抑制作用,并且越是发达的经济体,其负向效应越大;技能错配会通过抑

制创新来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大量高技能劳动力配置于低技能密集型行业将会导致行业技术创新能

力被严重削弱,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受阻.据此,中国应进一步降低高技能劳动力与行业技术间的错配,提

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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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中国

企业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以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契机,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加快

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步伐.在全球要素分工模式下,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取决于该

国拥有什么样的要素、以什么层次和质量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１][２],这蕴含着中国产业在向全球价值

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要更多地依赖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和配置,有效促进“人才红利”效应的发挥.
郑江淮和郑玉(２０２０)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发现,提高国内中间产品创新能力是新兴经济体大国向全

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路径,而高技能劳动力的不断增长有利于强化中间产品创新对全球价值链

攀升的正向影响[３].根据“边干边学”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可知,人力资本能够提高一国参与国

际分工的层次与地位,进而有利于获取更多的分工收益,因此,一国应集中有限的资源生产和出口具

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产品[４].人力资本的再生性和能动性特征使其在价值链攀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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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５].价值链攀升的过程其实就是人力资本不断向创新型人力资本演进的过程[６].发达国家正是凭

借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与高技能劳动力等要素,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发达国家在将中间产品

外包给新兴经济体之后,再进口这些中间产品,不仅降低了国内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增
强了产品竞争力,而且从外包的中间产品生产中释放出的生产要素,包括高技能劳动力,一方面重新

配置到能够支付更高工资的高端加工制造环节,另一方面进入研发、设计和总部等现代服务部门,潜
在地增加了这些部门的创新能力,增强了其在国际分工中攫取高端垄断收益的能力.随着创新能力

的不断提升,发达国家企业外包的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进一步增加,可攫取的出口产品附加值规模和

范围进一步扩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与分工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与巩固.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依赖高附加值的高技能密集型产业发展,但高技能密集型产业发展

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而一个国家长期的技术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力资本配置的结果[７].中国并

不缺乏人才[８].如果事实如此,“人才”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发挥是否可以解释中国仍处于全球价

值链中低端位置的事实? 现有文献中关于人力资本错配的研究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发.与经济

整体最优状态下的人力资本配置水平相比,中国大部分行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人力资本在行业

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配[９].２０１４年中国计算机与电子行业、制药业的研发人员占劳动力的比重分

别为４．６６％和２．６７％,而美国的相应比重达１１．３７％和１３．２３％[１０].竞争部门人力资本匮乏和政府公

共部门及垄断部门人力资本冗余并存[１１].Murphy等(１９９１)较早分析了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国

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如果政府部门比生产性部门对人才更有吸引力,将会对社会生产产生破坏性

影响[１２].Hsieh和 Klenow(２００９)开创性地构建了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发现若中

国和印度按照美国的方式重新配置劳动力和资本,中国的 TFP 将提高３０％~５０％,印度的 TFP将

提高４０％~６０％[１３].Vollrath(２０１４)利用１４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体工资数据发现,在大多数国家中

降低人力资本错配有利于提高产出水平[１４].国内学者也分析了劳动力错配产生的效率损失和产出

损失,发现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创新绩效与经济发展.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间中国

人力资本行业间配置效率为－０．６５％,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有损中国创新绩效[１１].人力资本错配

可能使得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３年中国实际总产出分别损失１．７９％和１．６３％[９].人才与行业技术之间的不

匹配,将会阻碍人才红利效应的真正发挥,不利于制造行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４].
上述文献为我们从人力资本错配角度来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提供了思路,但这些文献

大多从经济整体、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三大产业等角度分析人力资本错配,较少分析制造行

业间的人力资本配置状况.改革开放之初,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制造业利用低劳动

力成本优势低端嵌入低技能密集型制造行业或生产环节,从而摘取了全球产业或技术“低垂的果

实”[１５].时隔４０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制造业必须依赖人力资本竞争优势高端嵌入或主导高技能密

集型制造行业或生产环节,从而摘取全球价值链“高悬的果实”[１５].当前的问题是,我国的人力资本

数量已有一定规模,但在质量上与高技能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匹配,由此造成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低

下,技术创新活动受阻,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困难.因此,研究人力资本在高、低技能密集型行业间

的错配状况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一是在研究主题上,突破了现有文献关于劳动

力错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性讨论,进一步研究高技能劳动力在制造行业间的错配对全球价值链

分工位置产生的影响.本文的基本预期为,高技能劳动力在高、低技能密集型制造行业间的错配会通

过抑制创新来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在高技能密集型行业比低技能密集型行业更具创新性

背景下,配置于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越多,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创新活动将受阻,整体经

济技术创新能力将越弱,全球价值链攀升动力越不足,容易陷入“低端锁定”风险.二是在研究视角上,
区别于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经济整体、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三大产业之间的人力资本错配,
本文的人力资本错配主要是指高技能劳动力在高、低技能密集型制造行业间的配置状况.研究发现,
中国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实际使用量小于该行业最优配置状态下的数量,高技能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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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不足,与此同时,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过剩,高技能劳

动力在高、低技能密集型行业间配置失衡,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技能错配.三是在实证层面,不同于

大多数文献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人力资本错配对经济增长或创新的影响,本文在比较中国与

美国高技能劳动力在高、低技能密集型行业间配置状况的基础上,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一)特征事实

本部分利用 WIOD提供的社会经济账户数据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梳理有关中国与美国高技能

劳动力在高、低技能密集型行业间的配置状况的特征事实.由于在 WIOD数据库的社会经济账户数

据中许多国家(地区)的高技能劳动力数据在２０１０年以后大量缺失,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选

取的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

１．中美两国高技能劳动力配置状态的比较分析

为了比较制造业内部高技能密集型行业与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状态,首先需

要确定高、低技能密集型行业分类.借鉴Buera等(２０１５)的思想[１６],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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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i属于高技能行业.其中,i为制造业细分行业,n为细分行业总数,Hi 为高技能劳动力需求量,

Li 为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量.wi,h为高技能劳动力工资,wi,l为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关于制造业高、低
技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本文进行如下换算:第一,从 WIOD数据库的社会经济账户数据中获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各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该数据将一国劳动力划分为高、中、
低三种类型的技能劳动力,本文将其中的中等和低技能劳动力合并为本文所需的低技能劳动力,高技

能劳动力则保持不变.另外,该数据中公布了两种类型的劳动力就业,包括就业人数与工作小时数,
但高、中、低三种技能的劳动力就业只公布了以工作小时数衡量的结果.为此,需要将其折算为就业

人数.将总的工作小时数量除以就业人数,就得到每人工作的小时数,然后再分别将高、中、低三种技

能劳动力的工作小时数除以每人工作的小时数,即得到三种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人数.第二,在得到

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基础上,结合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利用上文提出的区分高、低技

能密集型行业的计算公式,最终得出制造业内部的高、低技能行业划分.
其次,计算高、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的人力资本配置状态.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２０１８)以及纪雯雯

和赖胜德(２０１８)的做法[１７][１１],人力资本配置系数skillit＝
Hi/H
θiωi/ω

.H＝∑Hi,表示人力资本总量,采

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高技能劳动力表示.θi 表示i行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份额;

ωi 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ω＝∑θiωi,表示以行业产值份额为权重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加权之和.

skillit表示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实际使用与有效配置时的偏离程度,即行业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如果

skillit＞１,表示该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实际投入高于理论投入,高技能劳动力投入冗余;skillit＜１,表示

该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实际投入低于理论投入,高技能劳动力投入不足;skillit＝１,表示该行业高技能

劳动力实际投入与理论投入一致,高技能劳动力投入达到最优.
从分布来看,高技能密集型行业与中、高技术密集型行业高度契合,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业,化学制品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图１列示了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中国和美国两种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状态.
从中可以得知,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中国和美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在高、低技能密集型行业间的配置状态相

近,但之后的演化方向大不相同.从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状态来看,美国低技能密

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系数虽呈现上升趋势,但基本与１相近,说明美国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的

高技能劳动力配置基本是最优状态,而中国的该配置系数呈现上升趋势且远远大于１,说明中国的低

技能密集型行业中高技能劳动力配置过剩.从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状态来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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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系数稳中有升,在２００９年的配置系数值为０．９８,说明美国

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基本是最优状态,而中国的该配置系数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

２００９年的配置系数仅为０．７２,这说明中国的高技能密集型行业中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明显不足.以上

分析表明,中国制造行业间存在人力资本错配,高技能劳动力过多配置于低技能密集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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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中国和美国高技能劳动力在高、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配置状态

　　２．不同收入经济体技能错配状态的比较分析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思路,采用一国低技能密集型制造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占制造业

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除以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就业人数占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来表示技能

错配[１０][１８][１９].若该比重上升意味着低技能密集型行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上升或高技能

密集型行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下降,大量高技能劳动力被配置到低技能密集型行业,技能

错配严重.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不同收入经济体的划分标准,本文将研究样本分为

G５国家、高收入发达国家、非 G５国家以及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考察不同收入经济体的技能错配程

度.观察图２了解到,从纵向时间角度来看,这四类国家平均的技能错配程度均呈现下降趋势,说明

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速度低于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速

度,高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密集型行业间的技能匹配程度越来越高.从中美两国来看,美国的技能错

配程度遵循世界演化规律,呈现下降趋势,从１９９６年的０．７１下降至２００９年的０．５６.但中国的技能

错配程度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１９９６年仅为０．５２且低于美国,２０００年上升至０．６７,２００５年为０．６５,

２００９年又下降至０．５７.从横向比较来看,经济相对越发达的经济体其平均技能错配程度越低.G５
国家的平均技能错配程度最低,其次是高收入发达国家,然后是非 G５国家,最后是中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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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不同收入经济体技能错配平均程度

　　相对而言,一方面,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地区)拥有相对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劳动力能够自

由流动与配置,从而实现劳动者技能与工作岗位技能之间的匹配,劳动者技能可以充分发挥其社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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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另一方面,在开放条件下,与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不同,依靠代工、贴牌等低技能劳

动力获得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缺乏话语权和主导权,导致

其国内劳动力市场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源配置战略,GVC低端嵌入可能会因为微笑曲线低端锁

定、选择型产业政策干预或产业结构低端化作用于劳动力行业间配置[２０].具体而言,首先,缺乏核心

技术和市场势力的本土企业往往只能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取胜,行业进入门槛较低,进而导致大量无序

竞争和产能过剩[２１];其次,地方政府为了分享全球价值链红利,倾向于用低于市场价格的劳动力工

资、土地成本等吸引FDI进入[２２].最终GVC低端嵌入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低端化,使得大量劳动

力被配置到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或生产环节,延缓了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向技术密集型制造

行业或生产环节的流动[２３],加剧了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错配.
(二)理论分析

从要素贡献而言,一个国家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比物质资

本更具决定性[２４],人力资本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２５].但是,单纯的人力资本数量增加并不必

然会带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行业技术间的错配会阻碍人力资本的创新作用发挥,阻碍技术进

步[２４].接下来,本文将具体阐述技能错配通过抑制技术创新影响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制.
不同类型的行业或生产环节,对要素的质量与层次要求不尽相同,但每一生产过程要想实现生产效

益最大化,参与生产的要素不仅需要在数量参数上相互匹配,在质量参数上也必须相互匹配[４].因此,
技术水平较低的行业或在产业链的低端生产环节,需要质量与层次相对较低的生产要素间相互匹配;进
入高技术行业或高端生产过程,则需要质量与层次相对较高的要素与之匹配.一旦出现要素质量水平

参差不齐的问题,低质量的生产要素可能会制约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质量较差的生产要素

将会约束最优生产的实现,导致高质量生产要素的较高边际作用受到抑制,整体生产效率损失严重.
高技能劳动力是知识密集型劳动力要素,是一种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力资本,这类劳动显然不能

与加工制造型等低技能劳动力等同.相比低技能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密集型行业是技术创新水平相

对较高的行业,大量高技能劳动力配置于低技能密集型行业,将造成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错配[２６].
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错配会阻碍各种生产要素的充分发挥,引起高技能劳动力 偏 离 创 新 活

动[１７][２７](P２７２)[２８],不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容易引致经济运行偏离最优增长路径.且对于中等收入国

家而言,若不能通过人力资本等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容易陷入静态比较优势陷

阱[２９],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将面临低端锁定的困境.李静和楠玉(２０１６)的研究表明,高技能劳动力

在低技能行业就业,使得人力资本与行业技术水平不匹配,高技能劳动力的创新功能就难以发挥[２６].
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适宜匹配有利于诱发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３０].

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之间难以有效契合与匹配将导致生产技术与人力资本要素投入比例扭曲,
人力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导致其容易转向非科技创新型部门,此时整个经济体的创新将难以提高[２４],
不利于一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升级,尤其是不利于人力资本结构向有利于实现产业升级的

方向调整[３１][３２],经济发展则容易沉溺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静态比较优势[２４],依赖于低附加值产业结

构,出口分工地位升级困难.因此,有效引导人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间的有效契合与匹配,将是

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关键所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高、低技能密集型制造行业间的技能错配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抑制作用,即技能错

配程度越深,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越困难.
假设２:技能错配会通过减少创新来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针对本文需要验证的研究假设１,本文基准模型的设定思路主要着眼于考察技能错配对全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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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而建立基准模型(１),利用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３６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进行验证.
假设２指出技能错配会导致技术创新减缓,进而对整体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产生不利

影响.为此,本文借鉴陈怡安和许家云(２０１９)的做法[１９],在模型(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技能错配与

创新的交叉项进行影响机制检验.考虑到技能错配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滞后性以及内生性问

题,本文的计量模型均采用滞后一期的技能错配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在尽可能考虑模型遗漏变

量与多重共线性的基础上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最终将本文的计量方程设定如下:

gvcpositionit＝θ０＋θ１unskillhhsit＋θ２Xit＋φi＋δt＋εit (１)

gvcpositionit＝ρ０＋ρ１unskillhhsit＋ρ２innoit＋ρ３unskillhhsit×innoit＋ρ４Xit＋μi＋vt＋μit (２)
式(１)和(２)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unskillhhsit表示技能错配程度,gvcpositionit表示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Xit表示控制变量集合,innoit表示技术创新,φi 和μi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δt 和vt 表示

时间固定效应,εit和μ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指标选取与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 Koopman等(２０１０)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来衡量各国(地区)全球价值链分

工位置,即gvcpositionit＝ln(１＋
ivit

eit
)－ln(１＋

fvit

eit
)[３３].其中,ivit表示i国t年间接附加值出口,衡量

有多少价值增值被包含在i国t年的中间品出口中经一国加工后又出口给第三国;fvit则表示一国出

口中包含的国外价值增值;eit表示i国t年的总出口.该指标越大,表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越处于上游高端环节,分工地位越高;反之,分工地位较低.相关数据来源于 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

界投入产出表.

２．解释变量

(１)技能错配(unskillhhsit).高技能劳动力可能因要素价格扭曲流向非创新型的低技能密集型

行业,造成整个社会的高技能劳动力错配.本文技能错配主要是指高技能劳动力在高、低技能密集型

行业间的配置.借鉴已有研究的思路[１７][１８][１９],本文用一国低技能密集型行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

占比与高技能密集型行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占比的比值来衡量技能错配.
(２)技术创新(innoit).本文采用发明专利授权量与研发存量表示各经济体的创新水平.各国发

明专利授权量数据可直接从 WIPO 数据库获取.研发存量的计算方法为Sjt＝(１ δ)Sj,t－１＋Rjt,初

期实际研发存量Sjo＝
Rjo

δ＋gj
.其中,δ表示知识资本的折旧率,借鉴Coe和 Helpman(１９９５)的研究,

设定为１５％[３４];Rjt表示实际商业研发支出,gj 表示实际商业研发支出的平均增长率.各国研发经费

投入支出数据均来自 OECDstat数据库.

３．控制变量

借鉴相关文献,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增加以下变量以减轻计量估计中可能产生的内生性偏误:经济

发展水平(eco),用国家(地区)实际人均 GDP来表示;人力资本(hc),用国家(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

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占GDP的比重表示;基础设施(internet),用每百

万人中拥有的互联网数表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gvc),用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表

示.以上所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经济数据库、PWT(９．０)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技能错配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表１中列(１)是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技能错配影响整体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列(２)是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列(３)是采用高

技能劳动力工作小时替代就业人数的回归结果;列(４)和(５)是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采用面板工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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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法进行计量回归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其中列(４)使用滞后二期与三期的技能错配作为滞后一期的技

能错配的工具变量,列(５)使用技能错配减去技能错配平均值的三次方作为技能错配的工具变量.对

列(４)和(５)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检验发现,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四个方程

的回归结果显示,技能错配的回归系数(L．unskillhhs)均显著为负,表明技能错配对制造业全球价值

链分工位置提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技能错配程度越严重,越不利于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

升.大量高技能劳动力被配置到低技能密集行业,不仅会造成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的生产要素间质量

层次不匹配,高技能劳动力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而且在高技能劳动力有限供给的前提下,这阻碍

了更加依靠人力资本投入的高技能部门的发展,最终导致整个制造行业被困在依靠低技能密集型的

低附加值行业的发展道路上,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处于低端.
　表１ 技能错配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L．unskillhhs ０．０１７０∗∗

(２．５７)
０．０１０５∗∗∗

(４．３４)
０．００９５∗∗∗

(４．０４)
０．０１０８∗∗∗

(３．１６)
０．００８３∗

(１．７７)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０．１２７７∗∗∗

(１２．７０)
０．１６０６

(０．４５)
０．１６５１

(０．４６)

国家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４６８ ４６８ ４６８ ４２７ ３９６
R２ ０．００８１ ０．９０１４ ０．９０３３ ０．８９４３ ０．８８７０
F ６．６１ ４９２．３０ ４８９．４０ ４６０．４８ ５２７．８１
Sargan检验 ０．９２５０

Anderson LM 统计量 ２９３．６４８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９２５
(０．００００)

CraggＧDonaldWaldＧF
统计量

５９１．３２７
(１９．９３)

２４８．３８５
(１６．３８)

　　注:小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下面考察不同收入经济体技能错配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差异影响,本文分别利用 G５国家、
高收入发达国家、非 G５国家以及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等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回归.由表２可知,不管

是以就业人数还是以工作小时数来衡量就业状态,发达国家技能错配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负

向作用要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G５国家技能错配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负向作用更是

明显高于非 G５国家.相对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技能错配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提升的抑制作用越显著.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越依赖于高技能密集型行业

的技术进步,而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源于高技能劳动力的创新活动,所以一旦高技能密

集型行业出现劳动力技能与岗位要求之间的不匹配,将会严重阻碍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创新活动开

展,进而对制造业发展的负面作用将会被逐渐放大,全球价值链升级困难.
(二)稳健性检验

１．分位数回归

为探知技能错配对不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国家(地区)的影响,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见表３.在１０％、２５％、５０％以及７５％分位数上,技能错配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其绝对值

整体呈依次递增趋势,在９０％分位数上,技能错配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但系数的绝对值有所下降.
这表明随着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上升,技能错配恶化将不断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的配置效率,降
低技术创新能力,更加不利于提升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一般而言,一国经济更高层次与更高

质量的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例如高技能劳动力、知识、技术等,因此要素

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会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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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分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就业人数 解释变量:工作小时数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非 G５国家 G５国家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非 G５国家 G５国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L．unskillhhs
０．００７７∗∗

(２．４７)
０．０１７０∗∗∗

(３．４７)
０．００９８∗∗∗

(３．９２)
０．１２６３∗∗

(２．３９)
０．００６４∗∗

(２．１２)
０．０１６５∗∗∗

(３．５８)
０．００８９∗∗∗

(３．６４)
０．１１４７∗∗

(２．１１)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０．４７８３

(０．７９)
０．２８４９
(０．６９)

０．６１０７
(１．４３)

１．９３１８∗∗

(２．６８)
０．５２９９

(０．８７)
０．２８９９
(０．７１)

０．６２０９
(１．４４)

１．９９７４∗∗

(２．６４)

国家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２３４ ２３４ ４０３ ６５ ２３４ ２３４ ４０３ ６５

R２ ０．９１９７ ０．９３５５ ０．８８１３ ０．９０５８ ０．９２１８ ０．９３４８ ０．８３３７ ０．９１５９

F ２４９．２５∗∗∗ ２８８．７７∗∗∗ ４４２．７０∗∗∗ ４９．４１∗∗∗ ２４７．２３∗∗∗ ２８９．８３∗∗∗ ４４０．０７∗∗∗ ４８．１８∗∗∗

　表３ 技能错配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分位数检验

１０％ ２５％ ５０％ ７５％ ９０％

L．unskillhhs
０．００８１∗

(１．６８)
０．００９６∗∗

(２．３９)
－０．０１４３∗∗∗

(３．１９)
０．０１４９∗∗

(２．５９)
０．０１４０∗∗

(２．６０)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０．１７５３

(０．３２)
０．６５６２∗

(１．８９)
０．１７８９

(０．５３)
０．０５３３
(０．１３)

０．２０５４
(０．４１)

N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R２ ０．９１３２ ０．９１６８ ０．９１７２ ０．９２２５ ０．９３６６

　　２．变换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衡量指标

若一国(行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则获得的出口国内增加值较高;若位于全球价值链下游,则
获得的国内增加值较低[３５],因此,本文进一步借鉴 Wang等(２０１７)的做法[３６],采用出口国内增加值来

表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表４中第(１)列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可见本文基准回归

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３．动态面板方法估计

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特征,即当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可能

受到前期的影响.为了捕捉这种特征,本文将计量模型(１)拓展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两步系

统 GMM 方法进行回归估计.表４第(２)列的 AR检验与Sargan检验结果满足两步系统GMM 估计

的要求,这表明原模型的误差项没有序列相关性,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即所采用的工具变量是

合理有效的.该估计结果也表明,技能错配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与基准回

归结果一致.

４．变换估计样本

本文进一步采用中国各制造行业数据来检验高技能劳动力错配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

系.构建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指数hhldisit＝ skillit １ ,该值越小,说明行业实际高技能劳动力投入与

理论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比较接近,行业高技能劳动力配置达到较优状态;反之,则偏离最优状态,行业

高技能劳动力错配严重.其余控制变量数据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从业人员数(pop)以及全球价

值链参与程度(gvc)[４].表４中第(３)列双向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和第(４)列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

果均显示,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指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中国制造行业高技能劳动力错配抑制了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８０１



　表４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L．gvcposition
０．１２０３∗∗∗

(２１．３４)
０．９７９３∗∗∗

(１５．４６)

L．unskillhhs
０．０２１８∗∗∗

(５．１５)
０．０１０７∗∗∗

(６．６６)
０．０３１０∗∗

(２．１６)
０．０４５４∗∗∗

(８．２２)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１．５３４８
(１．５１)

０．６８５２∗∗∗

(３．５４)
０．１６４６∗∗∗

(４．９２)
０．０５１３∗∗

(２．０４)
国家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AR(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１１３
AR(２) ０．３５３４ ０．８０５
Sargan检验 ０．９９９ ０．９０８
R２ ０．６１２５ ０．５６４０
F ５４．０６∗∗∗ ８．５２∗∗∗

Wald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N ４６８ ４５８ １０４ １０４

　　(三)影响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技能错配可能会通过创新作用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本文对模型(２)进行计量回归检

验,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５和表６.表５为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列(１)和(２)是采用专利授权量作

为创新指标所进行的估计,无论是采用就业人数还是工作小时数作为技能错配变量的衡量指标,技能

错配和创新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列(３)和(４)是采用研发存量作为创新指标所进行的估计,
技能错配和创新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依然显著为负,说明技能错配会通过削弱创新能力作用于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表６为动态面板系统 GMM 回归结果,列(１)~(４)的 AR检验与Sargan检

验满足两步系统 GMM 估计的要求,这表明原模型的误差项没有序列相关性,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

问题,即采用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各列的技能错配与创新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依然显著为负,
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上述回归结果说明,大量高技能劳动力配置于低技能密集型行业产生的技

能错配导致行业技术创新能力被严重削弱,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受阻.相比高技能密集型行业,
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的产业技术水平较低,而大量高技能劳动力被低技能密集型行业吸纳,导致劳动力

技能与产业技术错配,生产技术与人力资本要素投入比例扭曲,人力资本边际产出递减,技术进步以

及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发展受到制约[２４][２８],同时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创新活动也因高技能劳动力

不足而受到抑制,最终导致整个制造行业技术进步缓慢,全球价值链攀升受阻.
　表５ 技能错配、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回归结果

专利授权量 研发存量

(１) (２) (３) (４)

L．unskillhhs
０．００４６
(１．４２)

０．００５２∗

(１．６７)
０．００９２∗∗

(２．３７)
０．００８９∗∗

(２．３９)

L．inno
０．００４７∗∗∗

(３．６４)
０．００４６∗∗∗

(３．５８)
０．０２８４∗∗∗

(４．１１)
０．０２６１∗∗∗

(３．８３)

L．unskillhhs∗ L．inno
０．００２１∗

(１．８９)
０．００２０∗

(１．７７)
０．０１１４∗

(１．９４)
０．００９１∗

(２．０３)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０．１８４６
(０．４６)

０．１８５４
(０．４７)

０．７７１４∗

(１．９１)
０．７８５９∗

(１．９４)
国家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４６８ ４６８ ４６８ ４６８
R２ ０．８８８８ ０．８８８９ ０．８９４８ ０．８９４８
F ３６０．６１∗∗∗ ３６１．０５∗∗∗ ３９８．０６∗∗∗ ３９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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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专利授权量 研发存量

(１) (２) (３) (４)

L．gvcposition
０．１７２９∗∗∗

(３０．８６)
０．１６７３∗∗∗

(２０．６５)
０．１７０７∗∗∗

(１４．０３)
０．１７１８∗∗∗

(１４．７７)

L．unskillhhs
０．０１３３∗

(１．６９)
０．０２２８∗∗∗

(３．１９)
０．０２１８∗∗∗

(３．５２)
０．０１３９∗∗

(２．５９)

L．inno
０．０３５３∗

(１．９４)
０．０５８５∗∗∗

(５．５８)
０．０５２１∗∗∗

(４．３５)
０．０３７５∗∗∗

(３．９０)

L．unskillhhs∗ L．inno
０．０３７３∗∗

(２．０７)
０．０５６５∗∗∗

(５．３９)
０．１５１３∗∗∗

(３．８９)
０．０３７２∗∗∗

(３．４７)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０．９７６５∗∗∗

(４．０２)
１．１９０４∗∗

(２．１７)
０．６３３７∗∗

(２．３４)
０．８９３３∗∗∗

(２．７９)
国家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AR(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AR(２) ０．７０９６ ０．８１０３ ０．４２９０ ０．４９９０
Sargan检验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N ４５８ ４５１ ４６６ ４６６
Wald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五、结论与启示

技术创新能力和高技能劳动力是影响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中国的高技能劳动

力错配所引致的技术创新效率低下,是目前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位置的一大主因.本文从

高技能劳动力在高、低技能密集型行业间的配置出发,探究技能错配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

响,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基于 WIOD的数据测算结果显示,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行业的高技能劳动

力配置更偏离最优状态;中国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不足与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

技能劳动力配置冗余并存;不同收入经济体的技能错配程度均呈现下降趋势,但中国总体呈上升趋

势;经济相对越发达的经济体其平均的技能错配程度越低.第二,基准实证结果表明,技能错配对全

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越是发达的经济体,其负向效应越大.全球价值链

分工地位越高的国家,技能错配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抑制作用越大.利用中国制造行业面

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发现,中国制造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偏离最优状态将不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会加剧中国制造业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第三,技能错配会通过抑制创新来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攀升.大量高技能劳动力配置于低技能密集型行业,行业技术创新能力被严重削弱,全球价值链

分工地位攀升受阻.
本文的分析表明,高技能劳动力与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之间的高度匹配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极大提

升是实现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动力.这为如何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从发展经验看,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社会的转型过程一路荆棘,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要

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就必须高度重视高技能劳动力配置产生的深远影

响.中国制造业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就技术创新而言,中国产业整体处

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全球价值链攀升需要不断提升产业技术水平,需要依赖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

发展,而技术水平的提升需要人才的投入,同时人才的集聚需要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产业基础,如此形

成人才与产业技术水平之间的匹配与良性循环,人才有了“用武之地”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全球价值

链攀升.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人力资本市场,合理配置人力资本.从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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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人力资本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政府应减少对人力资本配置的直接干预,顺
应经济集聚、区域分工和产业发展等规律,进一步完善劳动力自由流动政策,为产业分布和人才流动

的自由匹配提供制度保障.第二,激发人力资本创新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根据低技能密集型行业人

力资本配置冗余与高技能密集型行业人力资本配置不足并存的现象,对于人力资本目前配置不足的

行业,要根据行业特性,从户籍政策、住房政策、薪资待遇等方面实施人才偏向政策,引导人才流入;对
于人力资本配置冗余的行业,一方面要合理引导其自由流出,另一方面要激活存量人力资本、激发人

力资本的内生创新力.第三,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提高配置效率.利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深入合

作,不断改变低端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 GVC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国家大部分在资源、劳动力成本

上拥有比较优势,因此,中国部分有竞争力的企业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通过设立工业园

区等形式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这一方面能够带动沿线国家就业,促进其经济增长;另一方

面,从国内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释放出来的生产要素,包括高技能劳动力,会重新配置到高端制造行业

或服务行业,从而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提高高技能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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